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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山区城乡人类活动强度及其效应时空演变研究
贺 祥1,2,林佳卉1,张新宇1

(1.贵州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贵阳550025;2.贵州省大数据统计分析重点实验室,贵阳550025)

摘 要:[目的]探究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以及城镇与乡村地区人类活动的经济效应、生态效应的时空演变,为全

面定量评估城乡人类活动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等提供一定理论支撑和决策指引。[方法]通过构建城

镇与乡村地区的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人类活动强度阈值及人类活动效应等模型方法,对贵州省各地市城乡人类活动

强度及阈值演变进行了研究。[结果]2010—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减弱(降低7.57%~28.57%),

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增强(增加22.72%~124.83%),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大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

强度最低与最高阈值总体呈降低变化,但多数地市超过最高阈值(1.02~1.62倍),山区土地系统承受较高乡村人类活

动强度影响。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阈值呈增加变化,2018年城镇人类活动强度趋近最高阈值(0.940~0.997
倍),城镇人地系统承受着较大压力。各地市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与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均呈增长变

化(年均增长率8.60%~13.53%),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比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更显著(2.24~14.84倍)。

[结论]尽管贵州省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呈减弱变化,城镇人类强度及阈值均呈增加变化,但其土地系统承受人类活动

强度均较高,单位乡村和城镇人类活动经济与生态效应均增长变化,未来应该继续深入探究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

度测算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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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aimofthisstudyistoexplore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urbanandrural
areas,aswellas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ofeconomicandecologicaleffectsofhumanactivitiesin
urbanandruralareasinordertoprovidecertaintheoreticalsupportanddecision-makingguidanceforcompre-
hensiveandquantitativeevaluationofhumanactivitymechanism,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and
socio-economicdevelopmentinurbanandruralareas.[Methods]Theintensityandthresholdevolutionof
humanactivityinurbanandruralareasofGuizhouProvincewerestudiedbybuildingmodelsofhumanactivity
intensityindex,humanactivityintensitythresholdandhumanactivityeffectinurbanandruralareas.
[Results]From2010to2018,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ruralareasofallcitiesinGuizhouProvince
decreased(7.57%~28.57%),and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urbanareasincreased(22.72%~124.83%).
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urbanareaswasgreaterthanthatinruralareas.Theminimumandmaxi-



mumthresholdsforruralhumanactivityintensityinallcitieshavegenerallydecreased,butmostcities
exceedthemaximumthreshold(1.02~1.62times).Thelandsysteminmountainousareasboretheimpactof
higherhumanactivityintensityinruralareas.Thethresholdofurbanhumanactivityintensityinallcitiesand
citieshadincreased.In2018,theintensityofurbanhumanactivityhadapproachedthehighestthreshold
(0.940~0.997times),andtheurbanhuman-landsystemwasundergreatpressure.Theeconomiceffectsof
humanactivitiesinunittownsandtheecologicaleffectsofhumanactivitiesinunitruralareasinallregions
showanincreasingtrend(annualaveragegrowthrate8.60%~13.53%),andtheecologicaleffectofhuman
activitiesinunitvillageswasmoresignificantthanthatofhumanactivitiesincitiesandtowns(2.24~14.84
times).[Conclusion]Although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ruralareasofGuizhouProvincehadweak-
enedandtheintensityandthresholdofhumanactivitiesincitiesandtownshadincreased,theintensityof
humanactivitiessustainedbythelandsystemwasrelativelyhigh,andtheeconomicandecologicaleffectsof
humanactivitiesinunitvillagesandtownshadincreasedandchanged.Inthefuture,weshouldcontinueto
explorethesystemofmeasuringtheintensityofhumanactivitiesincitiesandtowns.
Keywords:urbanandruralhumanactivities;regionaleffect;karstmountainarea;GuizhouProvince

  21世纪地球进入了人类活动驱动与影响的人类

世[1-2],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之

一[3],并造成酸雨、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人

类活动对地球表层影响受到各国科学家[4-5]及国际社

会的高度关注,并发起地圈生物圈计划[6]、生物多样

性计划等[7]多项国际全球环境保护实施计划。随着

人类活动方式、影响规模与强度等不断扩大,学者们

对其定量评价方法展开研究,庄大方等[8]对土地利用

程度按不同用地类型分级并赋值,为人类活动强度定

量评价提出建立综合指标的思路;文英[9]提出对人类

活动强度定量评价模型方法;张翠云等[10]采用指数

加权法定量评价人类活动强度对黑河流域水循环演

化的影响;郑文武等[11]采用统计和GIS相结合方法,
对南方红壤丘陵区人类活动强度进行模拟分析;徐勇

等[12]以建设用地当量为基本单位定量研究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的人类活动强度;朱纹君[13]、闫伊亮[14]等

模拟了人口密度对人类活动强度影响及其时空演变

格局;陈泓瑾等[15]以地表温度、人口分布、夜间灯光

和土地利用及地表等相结合定量刻画人类活动强度。
深入认识人类活动强度及时空演变,是降低和减少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负面影响的重要前提[16]。徐小任

等[17]对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强度的总体变化类型与时空

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等方面展开研究;
胡书玲等[18]对中国陆域地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空

间匹配与耦合关系进行研究;李振男等[19]对生态移民影

响安置地人类活动强度和生态承载能力进行研究;许珺

等[20]基于位置大数据研究青藏高原旅游人口的人类活

动时空模式;赵忠旭等[21]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研究人类

活动强度变化对西藏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服

务的影响;金贵等[22]从城镇利用、农业生产和生态转

化效率测评国土空间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从而测度人

类活动强度影响时空演变。人类活动还对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与服务价值等造成显著影响。刘慧敏[23]、
刘永婷[24]和张雪松[25]等展开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

系统服务关联及对其影响研究;连喜 红[26]、黄 孟

勤[27]等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影响及其耦合响应

进行分析;李理等[28]则研究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关联性。此外,部分学者还从不同

角度 与 视 域 提 出 定 量 评 价 模 型 方 法[29-30],如 Wu
等[31]从国家、省和城市空间尺度研究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和动态平衡的驱动影响。
由于人地关系复杂性与异质性显著,人类活动强度

对自然环境影响机制及其时空规律仍处于不断探索的

过程。当前,对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及其时空演变的评价

选取指标主要为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景观等单因素,
未能全面表征人类活动强度作用机制与动态演变,也未

构建起普适性强的综合指标与模型方法。定量确定人

类活动强度阈值、合理调控人类活动方式与强度,是区

域乡村生态保护、城镇建设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对人类

活动强度阈值及其演变驱动机制等进行研究成果非常

欠缺。同时,人类活动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变重要

驱动因素,并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尽管

当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成

果较多,但并未见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及其影响效

应的研究成果。可见,展开乡村与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时

空格局特征研究,探讨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阈值及其区

域生态与经济效应,对乡村生态修复与保护、城镇规

划建设与管理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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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分别提出城镇

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指数,首次从粮食产量与建成区

面积等构建模型分析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阈值,
从GDP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分析城镇人类活动

经济效应与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研究结果将有助

于掌握生态脆弱区乡村与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及其产

生效应,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文明建设、石漠化

生态治理等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指引。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云贵高原东北部,位于

103°36'—109°35'E,24°37'—29°13'N,共辖9个地级市和

自治州。境内喀斯特地貌类型齐全、发育程度高,山地

面积达92.5%。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生态问题严重。
地形崎岖、陡峭,耕地面积比重低、质量较差。2018年末,
常住人口3600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41229元[32]。

2 数据来源

2009年首届生态文明论坛在贵阳市召开,标志贵州

省进入全面生态治理、修复与恢复阶段。因而以2010年

与2018年分别代表生态文明建设初期与中期,展开其人

类活动强度及效应的研究。贵州省2010年与2018年土

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

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数据分辨率为

30m。2010年与2018年各地级市年末常住人口、国内生

产总值、城乡人口、粮食产量与播种面积和农林牧业产值

等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2011年与2019年贵州省统计年

鉴与各地市统计年鉴[32-33],以及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

及各地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全国城乡人

口,人均粮食产量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 研究方法

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

Bolund等[34]提出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是生态系统形

成及所维持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与

效用,研究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及核算方法参照

Costanza等[35]与谢高地等[36]提出模型计算方法。

    Ea=
1
7∑

n

i=1

PiTi

Si
(1)

    ESVj=∑Ea×eij×Li (2)

式中:Ea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功

能的经济价值(元/hm2);i为作物种类;Pi为研究区i种

粮食作物平均价格(元/kg);Ti为i种粮食作物总产量

(kg);Si为研究区第i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hm2)。

ESVj为生态系统第j项服务功能的总价值(元/a);eij

为第i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的第j 项服务功能相

对于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生态服务单位的当量系数;

L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hm2/a)。

在计算公式中,当量系数(eij)是采用全国平均参数

计算得到,对贵州省进行分析时需修正其当量系数,可
依据2010年与2018年中国与贵州省的农、林、牧和渔业

的产值、旅游总收入及森林覆盖率等数据比值计算得

到。2010年与2018年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生态系

统供给服务当量系数的修正系数分别为0.63,0.52,0.66,

0.09,1.30,1.47,0.96,0.19;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当量系

数的修正系数分别为2.02,2.02,3.68,2.48,2.48,10.04。
将修正系数代入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模型,得到贵州省

2010年、2018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

务的当量系数。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过程中,贵州

省粮食作物平均价格2010年、2018年分别为2.82
元/kg,4.59元/kg。为消除货币贬值价格波动的影

响,对货币年贬值率为4%进行计算,以2018年价格

为基准,消除货币贬值后,2010年粮食平均实际价格

为3.86元/kg,最终计算得到贵州省2010年与2018
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1)。计算表明,贵州省2010
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223.26亿元,2018年为

18579.32亿元,2018年较2010年增长81.74%,其
中黔东南州增长幅度最高达85.21%,安顺市增长最

低(增长77.69%),各地市年均增长率达7.45%~8.01%。
结果表明,贵州省在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下生态治理与

恢复取得显著效果,各地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

快速增长上升趋势。

3.2 乡村与城镇人类活动强度

人口是人类活动强度的最重要表征指标,城镇与

乡村的人类活动强度存在显著差别,徐勇等[12]首次

提出采取以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对人类活动强度

进行核算。本研究通过考虑人口等因素尝试对其模

型进行修订,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RHAII=RP×
SCLE

RS=RP×
∑
n

i=1
SLi×CIi

RS
(3)

UHAII=UP×
SCLE

US=UP×
∑
n

i=1
SLj×CIi

RS
(4)

式中:RHAII为区域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指数(rural
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ex),表征区域乡村人口生产

生活对土地利用影响强度;UHAII为区域城镇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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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指数(urban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ex),表征区

域城镇人口生产生活对土地利用影响强度;RP为区域

内乡村人口总数(万人);UP为区域内城镇人口总数(万
人);SCLE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km2);RS为区域乡村用

地总面积(km2);US为区域城镇用地总面积(km2);SLi,

SLj为第i,j种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面积(km2);CIi,

CIj为第i,j种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

系数[37]〔i代表林地、草地、湖泊、水库坑塘、滩地,水田、
旱地等乡村土地利用类型;j代表城镇用地、农村居民

点、其他建设用地、裸岩石质地、裸土地、河渠等城镇

建设利用类型(裸岩石质地、裸土地、河渠,其影响效

应基本接近于城镇建设用地,且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较低,因而划入城镇建设类用地)〕;n 为区域内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数。

注:基于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审图号黔S(2022)00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未做修改,下图同。

图1 贵州省2010年与2018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3.3 人类活动强度阈值

(1)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阈值(thresholdofrural
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ex,TRHAII)。乡村人类活

动强度,是指一定区域人类对乡村地表自然覆被的利

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其中,农业生产活动是乡村人

类活动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乡村承载人类活动强度阈

值变化最重要驱动因素,因而农业生产人均粮食产量

是可表征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的程度。参照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及部分国内学者[38]研究成果,人均粮

食温饱底线标准为350kg/(人·a),并作为保障区域

人们生存的最低粮食需求,通过核算得到区域最低粮

食需求量对应粮食作物最低播种面积,从而计算得到

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最低阈值。2010年,全国人均粮食

产量为407.54kg/(人·a),2018年人均粮食产量为

471.48kg/(人·a)。贵州省属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

极为脆弱,耕地面积少且质量较差,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较低。因而,以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作为贵州省乡村人

类活动中所能获得的人均粮食产量最高值,计算得到

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最高阈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L耕地=
AC×TP
AY

(5)

TRHAII=PR×
SCLE
RS=RP×

∑
n

i
(SL耕地×CI耕地+SLi×CIi)

RS
(6)

式中:TRHAII为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阈值(万人),表
征保障区域人们最低粮食需求量的乡村人类活动强

度最小阈值(TRHAII-低),或区域能够获得最高粮

食产量的人 类 活 动 强 度 最 高 阈 值(TRHAII-高);

SL耕地 为保障区域最低粮食需求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hm2);AC为人均粮食产量〔kg/(人·a)〕;TP为区域

人口总数(万人);AY为区域粮食作物平均单产(kg/

hm2);RP为区域内乡村人口总数(万人);CIi为第i种土

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n为区域内

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数;CI耕地 代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建

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采用水田与旱地的平均值,即为

0.4;i为除水田与旱地外的其他农业用地类型,其他

同公式(3)—(4)。
(2)城镇人类活动强度阈值(thresholdofurban

humanactivityintensityindex,TUHAII)。城镇人类活

动强度,是一定区域人类对城镇地表开发建设利用的

程度。其中,建成区是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集中区

域,可表征城镇人类活动强度。贵州省属于喀斯特山

区,地形崎岖,坡度陡峭,建成城区面积受地形地貌显

著限制。以全国人均建成面积为当量系数,通过换得

到2010年与2018年贵州各地市建成区面积,并将其

作为建成区面积的理想最大阈值,从而计算得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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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大阈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I=
UA全国

UP全国
(7)

SLk建=I×UPK (8)

TUHAII=UP×
SCLE
US=UP

∑
n

j=1
(SLk建×CI建+SLj×CIj)

US
(9)

式中:TUHAII为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大阈值;I 为

全国的人均建成区面积(km2/万人);UA全国 为全国

城建区总面积(km2);UP全国 为全国城镇总人口(万
人);SLk建 为贵州省各地市各年建成区面积最高阈值

(km2);UPk为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口数量;k为贵州

省各地市;j 为除城镇用地外的其他建设用地类型;
其他与公式(3)—(4)相同。

3.4 人类活动强度的区域效应

人类活动强度区域效应(effectsofhumanactivities
intensity,EHAI),以单位人类活动强度产生的生态与经

济价值表征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与经济影响效益。主

要包括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益(ruralecologicaleffectsof
humanactivitiesintensity,REEHAI)与城镇人类活动经

济效益(urbaneconomiceffectsofhumanactivitiesinten-
sity,UEEHAI),代表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与经济的影响

程度。人类活动强度,可视为对生态产值与经济产值的

投入多少的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大小是城镇区域各

人类生产活动效应集中体现,因而单位人类活动强度

的GDP值可表征城镇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经济效

应;区域国民生产总值越高,人类活动强度越低,则单

位人类活动强度经济效应越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演变是乡村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影

响的重要体现,因而单位人类活动强度的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大小可表征乡村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生态效

应;人类活动强度越低,对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好,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越高,则单位人类活动强度生态效应越

高。其计算公式如下:

  EHAI=REEHAI+UEEHAI (10)

  REEHAI=
ESV
RHAII

(11)

  UEEHAI=
GDP
UHAII

(12)

式中:EHAI为单位人类活动强度对区域生态与经济影

响总效应(元/人);REEHAI为区域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

态价值效应(元/人);UEEHAI为区域单位城镇人类活动

经济生产价值效应(元/人);GDP为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元/a);ESV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a)。

4 结果与分析

4.1 贵州省各地市城乡人类活动强度时空演变

对人类活动强度指数(HAILS)修订并提出城镇

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计算公式,见公式(3)—(4),将
贵州省各地市2010年、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与人口

数据代入,计算得到城镇人类活动强度与乡村人类活

动强度(图2—3)。分析可知,2010—2018年,贵州省

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均呈增强变化(22.72%~
124.83%),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均呈减弱变化

(7.57%~28.57%),表明各地市人口由乡村向城镇

聚集,在城镇生产与建设过程中对城镇区域造成较强

的人类活动影响,乡村区域则随着人口向城镇和省外

区域流动,乡村区域人类活动影响逐渐减弱。结果也

与贵州省近年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展开各项生态

治理、修复与保护,促使人类活动对乡村生态环境影

响降低相吻合。其中,黔西南州(增加124.83%)、铜
仁市(增加112.13%)的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增加最显

著,其次是遵义市和安顺市;遵义市(降低28.57%)、
黔西南州(22.80%)、六盘水市(20.84%)和黔东南州

等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降低最显著。

2010—2018年,贵阳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全省

最高,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全省最低,且城镇人类活动

显著高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13.88~19.22倍),表明

其作为贵州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城镇人口数

量多、城镇生产建设活动程度最高,城乡人类活动强

度差距最显著;其余城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为乡村人

类活动强度1.14~6.35倍,城乡人类活动强度相差

较小,这与其城镇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相吻合。其中,毕节市、铜仁市、黔东南

州、黔西南州和黔南州等城镇人类活动强度仅比乡村

人类活动强度略高(1.14~4.44倍),这与其交通非常

落后、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人们以农业生产生活为

主等基本情况吻合。同时,随着各地市经济快速发

展,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城乡人

类活动强度差距扩大,2018年城乡人类活动强度较

2010年呈增加变化趋势(1.38~2.91倍)。

4.2 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阈值时空演变

分别将贵州省2010年与2018年粮食单产平均值、
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温饱底线等数据分别代入公

式(5)—(6),计算得到2010年与2018年贵州各地市乡

村人类活动强度的最低与最高阈值(图4—5)。
分析表明,2010—2018年,仅贵阳市与毕节市乡

村人类活动强度的最低与最高阈值呈略微升高变化

(0.89%~6.23%),其余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最低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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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阈值均呈降低变化(4.89%~30.12%)。贵阳市作为贵

州省省会城市,外来人口众多,2018年人口密度458人/

km2,大量人口对城镇周边乡村生产生活影响强度呈增

加变化,因而其人类活动强度最低阈值与最高阈值均

呈增加趋势;毕节市是典型中高山喀斯特地貌区,地形

崎岖、交通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乡村人口数量较多,
因而其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阈值仍呈增加变化。贵州省

其余地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但乡村人口大量外出

从事生产活动,人们对乡村土地的压力与扰动降低,对
乡村区域影响强度最低与最高阈值呈降低变化。安顺

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乡村人类活

动强度最低与最高阈值间范围呈增加趋势,乡村人类活

动强度变化幅度扩大(2018年为298.43,347.72,358.44,

241.51,347.93),其余地市则呈略微降低变化。

图2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

图3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

  2010年与2018年,仅贵阳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值

低于最低阈值,这与贵阳市作为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是贵州省经济最发达区域,与乡村人口吸引力最强

相吻合。其余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均显著高于最高

强度阈值(1.02~1.62倍),结果与各地市人口数量多、人
均耕地资源少、农村贫困度高,以及农业种植与生产活

动频繁且强烈等相吻合。研究表明,贵州省各地市乡

村人类活动强度整体上已经远超最高阈值,对乡村区

域土地资源与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压力。

4.3 城镇人类活动强度阈值时空演变

将2010年与2018年全国建城区面积、城镇人口及

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口等数据,分别代入公式(7)—(9),
得到贵州省各地市2010年与2018年城镇人类活动强

度最高阈值(图6)。分析可知,2010—2018年,各地

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及其阈值均显著增加(1.25~
1.79倍),且其最高阈值增加速度更快;2010年,贵阳

市、六盘水、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和黔东南州的城

镇人类活动强度略高于最高阈值(1.018~1.1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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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市、黔西南州与黔南州略低于最高阈值(0.686~
0.892倍);2018年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均略低

于最高阈值(0.940~0.997倍)。2010—2018年,贵
州省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由略高于最高阈值向

整体略低于最高阈值变化,这是由于近年人类在城镇

开发建设过程更加合理,促使其承载人类活动强度阈

值增长速度更快。同时,由于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

度仍然呈快速增长变化,且非常接近城镇人类活动强

度最高阈值,城镇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系统仍然承受

着较大压力。

图4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最低阈值

图5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最高阈值

4.4人类活动影响下区域生态效应与经济效应演变

将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数据(图1)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代入公式(10)—
(12),得到各地市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价值效应与

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价值效应,以及单位人类活动

区域总效应(图7—8)。
分析可知,2010—2018年,黔西南州、铜仁市和遵义

市的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较高,黔南州、黔东南

州和黔西南州的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较高;各地

市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呈增加变化(年均增长率

8.60%~12.46%),遵义市与黔西南州的增长幅度最大

(55.88%,31.04%)。结果表明,贵州省作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在长期生态治理、修复与保护过程

中,单位人类活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增长趋势,对
其生态修复保护等人类活动投入产生效益呈增长趋势。
其中,黔南州、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等地市森林面积较

大、生态环境状况最好,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人类活动强

度减弱,因而单位人类活动强度生态效应最高。贵州省

各地市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也呈增加变化(年均

增长速率8.74%~13.53%)。随着贵州省各地市人类活

动强度增强(增加22.72%~124.83%),各地市经济快速

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幅度较大,因而单位城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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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强度经济效应呈增加趋势。整体而言,单位乡村人

类活动生态效应年均增长率高于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

应年均增长率,表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降低速率较快,
单位乡村人类活动强度生态效应增加较高。

图6 2010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高阈值

图7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

图8 2010年与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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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高于乡村

人类活动强度,但由于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

人口密度大,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值总体仍然

较低。贵州省属喀斯特山区,经过近20年对石漠化

等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幅度降低,

人类活动强度生态效应值呈显著增加变化,因而各地

市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显著高于单位城镇人

类活动经济效应(2010年为2.24~14.84倍;2018年

为2.52~14.11倍)。

5 讨论与结论

(1)随着贵州省各地市城镇化建设、经济快速发

展,大量乡村人口进入城镇生产与生活,各地市城镇人

类活动强度均呈增加变化(增加22.72%~124.83%),乡
村人类活动强度均呈减弱变化(降低7.57%~28.57%);

贵阳市作为省会城市,其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高,乡
村人类活动强度最低;各地市均是城镇人类活动强度

大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与贵州全省城镇化快速发展

相吻合。
(2)2010—2018年,贵州省大多数地市乡村人

类活动强度最低与最高阈值均呈降低变化,这与大量

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使人类对

乡村土地与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与扰动程度降低。

全省仅贵阳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值低于最低阈值,其
余地市均是乡村人类活动强度均显著高于最高强度

阈值(1.02~1.62倍),各地市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整体

上已经远超最高阈值,山区土地系统承受严重超其承

载力的乡村人类活动。
(3)2010—2018年,各地市城镇人类活动强度

增长速度较快,但随着城镇开发建设等人类活动日趋

合理,以及投入产出增加,城镇人类活动强度最高阈

值也呈快速增长;尽管2018年贵州省各地市城镇人

类活动强度略低于最高阈值,但其城镇土地利用与生

态环境系统仍然承受着较大压力。
(4)2010—2018年,随着贵州省各地市城镇经济快

速发展,单位城镇人类建设与生产投入产出值呈增加变

化,以及长期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与修复,常住乡村

人口减少,人类活动强度降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改

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快速增长。因而,贵州省各地市

单位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与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

均呈增长变化趋势(8.60%~13.53%)。
(5)贵州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仍然较低,导致单位

城镇人类活动经济效应仍然较低,同时在经过长期生

态环境治理、修复与保护,人类活动生态效应逐年增

长,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较高,因而贵州省各

地市单位乡村人类活动生态效应是城镇人类活动经

济效应的2.24~14.84倍。

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演变重要

影响因素与驱动力,城镇与乡村的人类活动强度具有

显著差别,但目前分别针对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

核算方法及其影响效应的研究较为欠缺。同时,作为

人类活动强度主体,人口数量影响在人类活动强度指

数核算模型中也未充分体现。在研究中,提出按城镇

与乡村各用地类型分别进行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

度指数的计算,并考虑人口数量因素,从而得到城镇

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但还存在未结合海拔、坡
度和地貌等自然影响因素的不足。在后续研究中,应
该深入探究城镇与乡村人类活动强度测算方法体系,

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深刻揭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与人

类活动强度间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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